
6 2023 年 8 月 25 日考 古·考古专刊 主编/冯朝晖 责编/张宸 校对/卢阳 美编/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8080 本版邮箱：wwbkaogu@163.com

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在中国史前考古尤其是早期文明起
源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海岱地区史前文明是早
期中国文明的重要基础之一（高广仁等，1984）；在中国史前
考古年代框架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以大汶口和野店
等大汶口文化、尹家城和西吴寺等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的
整理和出版为契机，经得起反复检验的、海岱地区史前考古
年代框架基本建立（栾丰实，1997)，并成为相关区域考古学
年代框架研究的重要参照系；比较丰富的绝对年代数据，不
仅有助于开展区域之间的考古学文化对比分析，更重要的意
义还在于可以尝试将海岱地区原史时代的历史文化与传说
时代进行联系，具体来说就是可以深化中国历史上的夷夏关
系讨论。而上述诸种，在放射性年代学取得重大进展的21世
纪，意义更加凸显。

随着放射性碳十四测年数据的增多，特别是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用更多的炭化种子果实和骨骼测年，最新的研究结果
显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从原来的约距今 3900年变更到距
今3750年（张雪莲等，2014），进而使考古学家重新认识中原
地区龙山文化的年代（张海等，2013），也开始重新审视海岱
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

两城镇遗址测年数据显示，龙山文化二期之末到三期
的年代在公元前 2200-2100 年，龙山文化第四期结束的年
代大约在公元前 2050 年（栾丰实，2016），如果按照龙山文
化分为六期、每期持续时间大约在 100 年观点（栾丰实，
1997），龙山文化第六期结束的时间（同时也是龙山文化结
束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 1800 年前后。赵家庄遗址龙山文
化第二期的年代是公元前 2300 年（靳桂云等，2011），一系
列新的测年数据都促使考古学家重新认识龙山文化的年
代（Wicks等，2015；孙波，2020）。也有学者采用贝叶斯软件
进行模拟，对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进行了重新
认识（Long et al., 2017），尽管其结论有待商榷，但对于海
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学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必须的
（饶宗岳等，2018）。总体来讲，龙山文化的年代可能在距今
4400-3800年之间。

根据龙山文化结束的年代和近年来比较可靠的一些测
年数据，我们推测北辛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 6700-5800
年，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5800-4400年。

在滕州官桥村南遗址（Jin et al., 2020）和临沭东盘遗址
（Jin et al., 2016），炭化种子测年分别是距今 6300-5970和
6200-5800年，而与这些种子共出的陶器则属于北辛文化中
期（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等，2019）。后李遗址北辛
文化时期人骨测年为距今 5987-5726 cal. yr BP（Hou et
al. 2022）；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研究结果中未提供北辛文化
遗存（陶器等遗物）的分期信息；从年代数据看，相当于北辛
文化晚期，此前后李遗址发掘简报中将该遗址中的北辛文化
遗存归为北辛文化晚期（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1992）。可见，
官桥村南、东盘、后李三个遗址，炭化种子果实和骨骼的
AMS测年结果都显示，北辛文化中晚期的年代在大约距今
6300-5800年；而根据木炭测年推测的北辛文化早期年代约
为距今 7000-6600年、中期年代为约距今 6600-6300年、晚
期6300-6100年（栾丰实，1998），研究表明，来自同一个遗迹
单位的种子果实测年比木炭测年更年轻且更准确（Dong et
al. 2014），那么，北辛文化中期的年代大约是距今 6300-
6000年，而早期可能在距今 6700-6300年，晚期则大约在距
今6000-5800年；即墨北阡遗址北辛文化晚期到大汶口文化
早期种子果实测年是距今 5800-5400 年（5800-5400cal.yr
BP，95.4%）（Jin et al., 2016），也支持将北辛文化结束的时
间推定在大约距今5800年。

而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阶段遗存测年是不
超过距今 5000 年（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2019），
则进一步支持了这里对于大汶口文化年代区间的推测。
根据木炭测年推测的大汶口文化的年代是：早期 6200-
5500，中期 5500-5000，晚期 5000-4600（栾丰实，1997）。这
样一来，根据种子果实测年所建立的大汶口文化绝对年
代框架，总的持续时间从原来的 1500 年缩短到 1400 年，大
汶口文化开始的时间从原来的 6200 年变成现在的 5800 年
（晚了 400 年），结束的时间从原来的 4600 年变成现在的
4400年。

考古学文化序列上早于北辛文化的后李文化，AMS年
代，大约在距今 8300-7700年。月庄遗址炭化种子的年代是
距今 8000-7700 年（Crawford et al. 2016）和公元前 6060-
5750年(2 sigma)（Crawford等，2006），西河遗址炭化种子的
年代是距今 8100-7900年（Jin et al., 2014）；后李遗址后李

文化人骨测年数据是距今8323-8178年（Hou et al. 2022）。
张马屯遗址是区域内唯一一处介于后李文化与扁扁洞

一类遗存之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来自同一个房址垃圾
堆中的炭化种子测年都在距今 9000 年左右（Wu et al.
2014）。

在泰沂山核心地带，分布着一系列的全新世早期的洞穴
遗存（李罡，2017），只是有的洞穴遗存已经被破坏殆尽。位于
沂源桃花坪的扁扁洞，有龙山文化、北辛文化，甚至年代更早
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保存下来，这种更早的遗存，其陶器的形
制具有显著的原始性，但与后李文化、张马屯一类遗存有一
定共性，而与这些陶器共出的炭化种子果实，则AMS测年为
距今11000-9000年（Sun et al., 2014）。

目前所知，山东地区时代最早的陶器等遗存来自淄博市
临淄区赵家徐姚遗址，考古学家将其视为区域旧-新石器时
代过渡阶段遗存（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23）。在这里发
现的考古遗存分为人类营地和红烧土遗存两类；人类营地总
面积约400平方米，有火塘及其周围的各类遗物，包括陶片、
陶塑、动物骨骼、蚌壳制品和石制品等。地学考古表明，这里
是冲积扇的前缘，其起始年代不晚于1.5万年，人类营地的年
代是距今1.3-1.31万年。

从表面上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植物考古特别是浮
选法的普及，更多的遗址得以开展AMS测年工作，人骨和动
物骨骼样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测年，这不仅增加了年代数
据的数量，更提高了数据的质量，使得我们能够据此更深入
地探讨一些社会与文化历史过程。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对于
海岱地区如此大的空间范围、从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中期如
此漫长的历史时期（距今11000-4000年，7000年的时间），现
有的这些高质量的年代学数据，还是显得太少了；特别是当
我们尝试讨论聚落变迁及其反映的社会变化、某些重大变迁
的细节的时候，总是会受到年代数据不足的制约。所以，现在
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年代数据还处于数据积累阶段，进行一些
综合分析，还显得数据不足，至于用贝叶斯统计方法来分析
这些数据，就更是如此，前人开展的相关研究之所以与考古
数据明显不符，主要原因并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数据的质
与量制约了相关方法的运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2009年）》，考古
发掘的作业方法明确包括解剖发掘，旨在“了解遗存堆积层
位或结构”。在中国考古学大量历史时期城址的考古发掘实
践中，解剖发掘有着更为具体的内涵，一般是指：在按探方进
行发掘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已揭露遗迹或文化层的性质、特
点、保存情况及对整个发掘与相关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在发
掘对象的局部划定有限且明确的范围，继续按探方发掘规程
进行的直至生土层的发掘工作。

解剖发掘在汉唐以后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已广泛应
用。在河南洛阳汉魏故城遗址，通过对不同时期城墙、城壕的
局部解剖，不仅初步辨清了自西周至北魏夯土城墙材质、做
法的时代特点，而且借此掌握了历代城址的范围与形态。在
河北临漳邺城遗址的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通过解剖发掘，
初步认清了佛寺中一处塔基较为完整的夯土基础结构，及其
打破不早于秦汉时期文化层的重要层位关系；在邺南城内城
东城墙以东约3公里的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大量北
魏至隋唐时期的精美佛教造像，通过对其所在地文化层的解
剖，明确了此埋藏坑是“专为埋藏佛教造像而建，开挖于当时
的地面上”且打破生土的完整结构。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
京遗址的宫城南门遗址，通过对宫城南墙、南城门墩台、门道
及城门南北两侧地面的发掘与局部解剖，了解到“宫城南门
直接在生土上始建，局部打破生土”，“始建之初未建墩台，墩
台是修建时在城墙夯土两侧加筑”，“宫城南门始建时，是在
门道位置下挖一个打破生土的基槽，其内为夯土……顶面是
最早的一层门道路面”，获得了关于辽代宫城南门建筑工程
次第的较完整信息。

上述对历史时期城址内城墙、城门、道路、建筑、重要遗
迹及文化层的解剖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按探方发掘、揭露遗
址平面时所无法见到的关键资料。其一，为更完整的层位资
料。城市考古研究工作表明，城址中各类建筑遗迹的叠压、打
破关系，均与城市规划、建设与使用的行为直接相关。无论是
梳理单个建筑、建置的沿革，还是对城市整体规划建设活动
进行分期研究，完整的层位资料都是最为重要的史料依据。
其二，为建筑的夯土基础资料。关于夯土基础对中国古代建
筑的重要意义，宿白先生在《中国古建筑考古》绪论中明确讲
道：“我国个体建筑物基本的组织结构可分三大部分：一、台
基，二、木架，三、屋顶。我们古代建筑主要是木结构，木结构
需要有坚固的台基，这一点和西方的垒石建筑不同。我们的
古代建筑非常重视基础，即所谓奠基工程。一座建筑物的开
始，首先要挖较深的基座，然后施夯版筑一直到接近地平面，
然后建台座，台座之上布石础……石础之上才立木架。”考古
成果充分表明，历史时期的城市，特别是都城，各类夯土基础
实际上是规模最大的人工工程，更是整体城市规划与具体木
结构建筑设计的物质依托。这些资料虽是古代城市规划与建
设者们着力施工的产物，却多为文献所不载，更难以通过对

地上建筑的调查所发现。因此，借助解剖发掘，历史时期城址
考古工作能够积累大量填补文献记录空白、复原城址历代叠
压关系、拟合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结构体系的重要实物史料。

对历史时期城址解剖发掘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源于几辈
中国考古学者对城市考古，更是对中国考古学要义的深刻理
解。正如朱岩石先生在《第二届中国古代都城及城市考古新
发现交流研讨会总结发言》中所讲：“地层解剖与遗迹关系确
认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无论有多少合理的推测，实际上都
不如有一张板上钉钉的剖面图拿出来有说服力。无论是我们
对古代工艺、技术这些问题的回答，还是对时代、早晚关系的
回答，很多最终解决都是要落在对于地层学的回答上面……
所以说科学地进行文化层、遗迹的解剖，就是我们科学的考
古发掘工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故宫是北京城内明清两代延续使用的宫城遗存，其位于
元大都皇城内、局部叠压元代的宫城遗址，其规模接近晚唐
中原北方地区的州一级城市。因此，故宫的考古工作，属于
中国城市考古的范畴。其首要目的，是重构紫禁城建筑的
历史，其所需探寻的考古资料，可归纳为以下四个主要方
面：第一，早于元代的文化层；第二，元大都皇城、宫城建筑
遗址；第三，明永乐创建紫禁城时期的建筑遗址；第四，明
清两代相继改建的紫禁城建筑遗址及其与现存地上建筑
的叠压关系。这些考古资料，几乎全部叠压在今天保存下来
的故宫地面建筑之下。

故宫博物院对故宫现代地面以下土层的勘察工作，约开
始于 20世纪 90年代。除采用地质勘探和地球物理勘探手段
外，还在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借助建筑基槽、管线沟等进行
局部勘察；在古建筑修缮过程中，则借助局部补筑地基进行
零星勘察。据此，曾初步整理出全院夯土层厚度分布示意图，
发表《故宫地基基础综合勘察》《故宫建筑基础的调查研究》
等多篇勘察记录，为保护故宫地下遗迹与地上建筑均发挥了
重要作用。

2013年故宫考古研究所成立后，故宫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中的正式考古发掘，使得此项工作有了重大突破。2014
年，在故宫东城墙南段内侧进行发掘，揭露出明永乐时期城
墙墙基、散水、沿墙排水沟等重要遗迹，并通过局部解剖，首
次探明东城墙基以下明永乐时期夯土基础的层位、结构、厚
度及其叠压的生土层情况。2015-2016年，在隆宗门西侧进
行发掘，通过局部解剖，发现“层位关系清楚的清代排水沟和
砖铺面、明后期砖铺面、明中后期门和墙基址、明早期磉墩基
址，元代磉墩和夯土层基址等五组遗迹”。据此，我们初步掌
握了明永乐时期紫禁城城墙、建筑以下夯土基础的实际面
貌，进而首次找到永乐夯土所叠压的元代宫城夯土基础的遗
存，两者均用碎砖瓦与黄土交替夯筑，做法与《营造法式》壕
寨制度“筑基”条的记录基本相符。此外，在慈宁花园东院遗
址、长信门明代建筑遗址、东南角楼角台北侧遗址等地的发

掘，不仅通过解剖揭露出大量永乐夯土，还发现了其下叠压
在生土层上的排木、地栿等结构，使我们对故宫内永乐夯土
基础的认识得以深入。2014年至2015年，在南三所南部区域
进行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揭露出明、清两代建筑遗址。因其
邻近今存的南三所清代建筑群，我们在发掘区内多点进行了
局部解剖，依此厘清了今存南三所建筑围墙墙基、现代地面、
明清建筑遗址、永乐夯土基础与生土层之间复杂且连续的叠
压打破关系。

上述考古成果，有力促进了故宫博物院在考古遗址研
究、保护与展示利用等方面的工作。随着更多同类发掘资料
的整理与刊布，分散发掘点上资料的积累，及以此对早期勘
察成果的校验，将有助于我们对故宫内各类建筑遗址与地上
建筑，建立分期与分区等方面的整体认识，构建元大都皇城、
宫城与明、清北京宫城的考古资料框架。这项工作不仅可以
为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研究提供难得的考古新资料，填补
元、明、清三代古建筑研究在夯土基础资料方面的欠缺，更能
为北京城的城市规划与地质水文变迁等重大现实课题，提供
可资参考的史料。

在故宫考古工作中，也有因故无法进行解剖发掘的案
例。2014年故宫南大库区域发现一处临近清代瓷库的御窑
瓷器残片埋藏坑。该坑开口自晚清层，由人工开挖，形制较为
规整，其内出土数万件御窑瓷器残片，标本年代自明早期迄
清末，埋藏年代临近宣统皇帝退位，出土标本对清代瓷库沿
革、明清陶瓷手工业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埋藏坑
及周边遗迹发掘清理完成后，受施工工程所限，未能对临近
文化层进行扩方与解剖发掘，以致遗迹与周边零星所见早期
夯土的平、剖面关系不清，未能形成如邺城北吴庄佛教造像
埋藏坑一样完整的发掘资料，并且错过了探索南大库区域早
期遗迹与文化层情况的良机。

在同类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工作中，以有限的发掘面
积，通过发掘与解剖等方法，最大化地获取考古资料，以解决
重要的学术与遗址保护问题，是考古工作者长期肩负的重
任。同时，在墓葬、手工业等遗址的考古工作中，解剖发掘亦
能增加考古资料的广度与深度。张忠培先生曾针对浙江龙泉
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工作指出“进一步理清不同时期各遗迹
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一些遗迹要做一定的解剖”。随着中国考
古学学科的发展，解剖发掘对各类遗址的研究工作已具有日
渐重要的学术意义；解剖发掘对古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利用工
作将会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正确认识解剖发掘
在田野考古工作，特别是在历史时期城址考古发掘工作中的
重要性，并能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进行田野实践，已经成为
对考古工作者的必然要求。期望故宫考古在此项工作中不断
学习与探索的历程，能够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同仁提供有
益的借鉴。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8月 8日上午，山东高密前冢子头遗址考古发现论证会
在山东省高密市举行。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
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王子
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徐龙国，山
东省考古学会会长郑同修，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杨爱国，山
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兰玉富等专家学者出席论证会。山
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主持论证会。潍坊市副市长
狄波、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权文松、高密市委书记王文
琦等出席相关活动。

与会专家首先到前冢子头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进行实地
考察，询问相关遗迹现象，并参观了山东大学考古实习基地
及前冢子头遗址出土文物标本。论证会上，考古负责人高继
习汇报了遗址整体状况及主要考古收获，对战国圆形台基
遗存进行了重点介绍与解读。前冢子头考古项目属于国家
文物局“考古中国·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研究”重大项目工
程的组成部分，遗址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包括了大汶口文
化晚期、龙山早中期、岳石文化、两周文化以至汉代的堆积，
并在龙山文化早中期形成了一座核心聚落面积约 5万平方
米的城址。

战国时期的TJ11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该台基大致
呈圆形，面积达780平方米。因历代耕作取土，该台基顶部地
面部分已被削去，从对残存的地下基坑解剖情况来看，该台
基筑造过程是先开挖1.5米以上深度的大型圆坑，坑底经过
整平，填土取自外围黄色生土以及遗址外围壕沟中的黑色
或青灰色淤土，以倾斜土层铺垫并经压实或简单夯打的方
式填平基坑。与台基大致同时期的灰坑、灰沟内，出土大量
动物骨骼和制作精致的暗纹陶器等遗物；台基南侧约 2米
处，有一座一次性填埋 7人的人牲坑，经鉴定为青壮年阶段
的4男2女以及一位未成年人；台基西南侧一口水井的近底
部填土中，发现一件器形硕大的陶甑，复原后口径120、高90
厘米。这些迹象表明，该台基应与祭祀等礼仪性活动有关。

与会专家对考古队的学术意识和问题意识给予充分肯
定，一致认为前冢子头遗址考古发掘具有重要意义。大家认
为，该遗址虽然整体面积不大，发掘面积也比较有限，但两
个季度的发掘已经揭示出该遗址年代跨度大，连续性强，遗
迹遗物丰富，其在史前时期是一处较高等级的聚落，龙山时
代进入繁荣期，其三重环壕的结构值得深入研究。进入夏商
周时期，则逐渐演变为一处典型的基层聚落。两周时期少见
居住遗存，反而以大型台基为主，可能具有“神圣空间”的属
性。周代齐国采取的是“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因而齐地
保存有八主信仰等复杂多样的祭祀形式，祭祀对象也是复
杂多样。前冢子头发现的周代台基遗存应该与这类祭祀遗
存有关。专家们建议进一步扩大发掘面积，搞清残存台基平
面结构，以及与台基共存的其他遗存之间的关系，同时对人
牲骨骼进行年代测年，以明晰台基遗存的具体性质。

与会专家认为，该遗址面积不大，堆积不太深，但各时
代遗迹打破关系复杂，适宜开展长期的田野实习教学。目前
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显示出其重要性，对于理解东夷华夏
化的过程，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
要意义。专家们建议将前冢子头遗址置于胶河流域乃至鲁
东南地区区域系统调查中开展同步工作，明确遗址在区域
社会网络中的性质和地位，进而使遗址发现的遗迹现象解
读与阐释更为深入；与海岱地区文明探源工程加强沟通合
作，共同推进海岱地区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进程研究；发挥
山东大学学科优势，进一步推进地学考古、生物考古、环境
考古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关注微地貌与古代人群活动的关
系，同时要加强文物保护力度，尽快提升遗址保护等级；积
极转化利用考古成果，立足于高密考古实习基地，开展更多
高质量公众考古活动，服务于周边群众，让文物活起来。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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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故宫东城墙基夯土基础解剖发掘（来源：《故宫东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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